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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去中国化”：在华外企降级、裁员，“卷”起来了

不是中国不需要这些公司，所以采取去“全球化”的策略，而是全球在“去中国化”。

2022年5月30日，中国北京，在中央商务区，上班人士在办公大楼外排队。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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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信广州研发中心全员将被裁撤的消息传出后，身在北京办公室的陈栋梁心里没有太大波澜，而是一种“果真不出所料”的松快感。尽管各路小道消息指向
同一个结论：接下来，北京将迎来下一波裁员动作。

工作20年，陈栋梁遇过三次裁员危机，都发生在近三年。

第一次是在2021年夏天，他供职15年的前公司——一家美国知名交换机、路由器品牌，突然在某个忙碌的周三上午通知将关闭中国办公室，解散全部员
工，同周周五为所有人的last day。

留给员工的时间只有两天。

“非常突然”，陈栋梁说，当天上午他们还在和欧洲、印度、美国等地办公室的同事开会。公司提供了N+4的赔偿方案，但除此之外没给员工留出任何讨价还
价的空间，“比方说，是否愿意放弃赔偿以换取transfer（调动）到公司在全球其他办公室的机会，就像此前谷歌撤出中国时所做的那样。”

2000年，陈栋梁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知名工科高校。彼时，外企鱼贯而入，在逐步开放的中国设立办公室，以抢夺优惠政策、人才和空白且庞大的市场，并
将中国纳入他们产业布局的全球版图。陈栋梁们曾被称为外企的黄金一代，进入外企在那时也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优秀、高薪、国际化。

但今日的外企比昔日谷歌在中国遭遇的处境艰难许多。中国经济的大幅度萎缩，叠加战争风险、法治不彰、民族保护、国家主义的崛起以及党政思维的渗
透，对外企而言，中国已不再是应许之地。

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903亿美元，相较2021年的3340亿美元，降低了43%。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则显示，49%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不受欢迎”；同
时，有55%的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不再是其首要或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这一比例创该调查25年来的历史最高。

宏观数据背后，仅在2023年11月，便传出多个外企撤离的消息：美国科技企业思杰系统（Citrix System）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并裁撤南京研发中心的所有员
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趋势科技（Trend Micro）撤出中国并裁撤大部分员工，美国芯片企业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裁撤中国MCU

（Microcontroller Unit，中译为微控制器）团队并将原MCU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与很多外企“大张旗鼓”退出中国的动作相比，更多企业与中国的解绑在沉默中悄无声息的进行，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彻骨的寒意。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china-unemployment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mainland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3685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1305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699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tags/_68


2023年11月15日，中国北京，市民经过奢侈品牌Louis Vuitton的零售店。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全球“去中国化”

2021年，杨明磊因无法忍受越发内卷的工作环境而辞去一家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工作，加入某全球领先的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北京办公室。在他看来，他赶上
了好时代的末班车。

“我加入这家公司的时机，恰好是公司在中国最后一次开展大规模招聘。2022年，公司开始陆续裁员，减员代替招聘成为人力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他说。

这家美国半导体公司给出中国员工的裁员赔偿方案为N+6，对工龄10年以上的老员工来说，丰厚的裁员“大礼包”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裁员带来的焦虑。“这
些人大多都赶在北京房价飙升前买了房子，作为外企黄金一代，他们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在技术层面，他们处于程序员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很多人非常自信
可以在国内找到其他工作。”杨明磊说。

不过，相较于有形的财富，诸如杨明磊一样的年轻员工更想搭乘外企的末班车，在对外的窗口完全关闭之前，从目前身处的大环境脱身。

从2022年开始，他便时不时借助工作沟通的机会与美国办公室的同事套近乎，询问相关的岗位有没有空位。碍于自尊，在收到两次否定答案后，他放弃了这
个方案。

2023年，他等到了新的机会。10月，他所在技术团队的一个负责人来中国出差，并与该团队的中国员工一块儿爬了长城。在长城的一座烽火楼上，杨明磊
向该负责人不断兜售自己的项目经历及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

这次沟通非常愉悦，杨明磊加上了该负责人的微信，准备稳步推进自己的“润”计划。

但团建结束不到一个月，他收到公司发给中国区员工的一封信，表示所有中国员工将被划入公司的中国序列，意即，大家所属公司从“××”降级到了“××中
国”。虽然薪资待遇没有发生变化，但业务范畴将发生巨大改变。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对接惠普全球的业务，但是划拨发生后，我们只能做’惠普中国’的业务。这也意味着我无法通过公司内部的岗位调整去到中国外的其他
区域了，因为本质上中国公司与全球公司已经是两家企业了。”杨明磊说。

他指出，不是中国不需要这些公司，所以采取去全球化的策略，而是全球在“去中国化”。

对于中国办公室的“降级”，在杨明磊看来更像是公司高层将中国视为高风险地区的一个信号，以免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杨明磊所在公司俄罗斯办公室的员工有人流离失所；有人携家人逃亡；有人被迫去往一线战场、生死不明。

战争导致该公司俄罗斯办公室仅有30%的员工可以正常工作，对公司的全球业务造成沉重打击。高层不得不紧急协调其他区域的员工承接团队空缺，并将愿
意离开的员工紧急转移到公司位于中东的办公室。但时至今日，因此受损的全球业务仍未完全恢复。



2023年11月15日，中国北京，工人人进入正在建造的外国奢侈品牌零售店的门。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此前俄罗斯一直是全球业务的一环，但俄乌战争的爆发给公司敲响了警钟。而台海局势的不稳定，加上中国包括经济数据在内的多项数据、信息的不透明，
以及『人质外交』的发生，共同促成了公司高层对中国办公室的决策”，杨明磊认为，“这是全球化公司去风险的基本操作”。

此前，中国一直与欧洲、美国并驾齐驱，是这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的三大研发中心之一。在中国被剔除出全球业务的链条后，原有的业务将被陆续转移
至波兰、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度。

全球业务的对外转移意味着该公司会继续缩减中国办公室的人员，因为现有的中国业务带来的利润无法承担中国办公室的人力成本。“中国市场并没有小粉红
们想象中的那么大，相比全球，中国市场真的非常非常小。事实上，我们这些员工都是靠全球业务养活的”，杨明磊指出。

对于这一点，陈栋梁也深表赞同。他认为，没有任何一家全球化的公司会为了某个区域的小市场而不顾战争可能为全球业务和全球市场带来的风险。“这是很
多外企在陆续裁掉中国研发团队，只留下客户服务和销售人员的主要原因”，他表示。

杨明磊非常后悔没能抓住最后的逃离机遇，范晶晶对此也深有体会。她是陈栋梁在爱立信的同事，已在爱立信工作13年。加入爱立信的北京办公室之前，她
在一家同样全球领先的美国互联网公司工作，并在2008年拿到了transfer到该公司硅谷办公室的机会。

至于后来为什么从美国回到中国，范晶晶坦言，那时太年轻，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够深刻。

“当时在硅谷，那些老外知道我们要排队等绿卡，故意把所有脏活、累活都推给我们这些潜在的新移民，而我当时的民族自尊心不允许我忍受这种屈辱。再加
上当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我真心觉得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她说。

在爱立信工作的最初几年，她也几次因税收、整体收入、家人等问题而放弃transfer到瑞典的机会。如今，爱立信在欧洲和北美办公室的岗位已不再公开对
中国办公室的员工开放，她再也无法通过内部调岗去到更开放的世界。

在范晶晶看来，相较于前二十年的黄金时代，现在外企员工已进入了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新阶段。公司层面的业务剥离、国家层面对民族产业的扶持，均
在压缩中国外企员工的生存空间，“双方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永远是会被最先放弃的棋子”，她说。

2009年7月22日，中国北京，孩子们戴着谷歌（Google）护目镜观察日全食。摄：Bao Fan/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激荡的民族保护主义

2021年是爱立信在中国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之前的2020年10月，瑞典电信监管机构宣布，出于安全考量，将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该国的5G网络建设。瑞典成为继英国之后，又一个明确将华为等
中国企业排除在外的欧洲国家。



随后的2021年，爱立信在中国市场连续两个季度营收暴跌。财报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该公司在华营收为15亿瑞典克朗，同比下滑63%；第三季度营收
13亿瑞典克朗，同比下滑74%。其相关市场份额至今没有恢复，并在持续萎缩。

“爱立信根本无法中标中国国内的很多项目”，陈栋梁说。另据财政系统消息人士透露，各政府部门、各地方机构使用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采购设备，只
能采购新华三、华为以及中兴等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这使得爱立信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不过，陈栋梁也强调，对跨国公司而言，始于市场竞争的国家政治博弈是在所难免的，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苛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比如，“在禁止华为
和中兴参与本国项目后，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批准的四家可以参与其5G频谱拍卖的通信服务商均为瑞典企业”。

但Kathy Xu无法这么冷静。她供职于一家国际知名体育品牌的中国办公室，负责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营销与推广。2021年3月，瑞典时装公司H&M在前
一年发布的一则声明引发中国互联网热议。该声明对新疆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受宗教歧视的报道表示了关切，并承诺“不与任何位于新疆的服装制造厂合
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原材料”。

随后，Kathy供职的品牌也被愤怒的中国网民扒出曾发表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并成为继H&M后被网民大规模抵制的对象。

公司总部要求Kathy及其团队立即停止该品牌在中国大陆的一切推广工作，她的工作瞬间停摆。她非常担心这种停摆会成为常态，更担心大规模抵制会导致
外国品牌被迫退出中国或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

这一切让她寝食难安。焦灼中，Kathy每天会准时收看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以期发现事态得以被遏制或扭转的蛛丝马迹。

但她的期待落空了。2021年3月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中国网民的抵制行为时表示，中国人民的民意不可欺、不可违。

两年后回想当时的心境，Kathy坦言，那是她工作中的“至暗时刻”。

彼时，恰逢包括李宁、安踏、鸿星尔克甚至老牌体育用品飞跃在内的中国品牌被官方媒体和民间舆论极力推崇，在“民族”“爱国”的保驾护航下，国潮一度取
代国际大牌成为了时尚的代名词。

而在这两年时间内，很多外企不得不学习根据互联网舆论生态去不断修正在中国的品牌传播策略。

2023年4月11日，中国上海，市民在智能手机的广告前经过。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Janice Cheng在一家国际公关公司的上海办公室工作，主要帮助在中国的外企进行品牌声誉和危机管理。她坦言，2021年新疆棉事件爆发之前，外企在中
国需要规避的风险主要为，涉民族、疆域（主要为西藏和新疆）、港澳台归属以及南海争议等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时，企业需严格照搬中国外交部的外交
辞令，而在保证在上述问题上不越界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危机都可以在事后进行管理。

但现在，这一套理论行不通了。“在中国舆论场，作为一个外国品牌，不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会被认为在挣着中国人民的钱的同时还在砸中国人
民的锅，然后会被在网络平台喊话离开中国。大家现在必须要积极做出改变，以迎合中国的主流舆论场”。

“in China for China”成为了这些外企的立身之本。Janice为依赖中国消费市场的外企客户制定的传播策略为：积极与中国国家项目合作、联名，比如航天
产业、敦煌文化、大型国家体育赛事、故宫博物院、三星堆遗址等。以支持中国民族事业和民族文化的方式，参与到中国民族主义保护以及民族自信提升的
行动中去。

其次，获得官方媒体的背书也是外企获得免死金牌的一大法宝，而如果能与国家高级官员见到面，“那一切就妥了”，Janice说。她将这种策略定义为——用
魔法打败魔法。

完美执行这些策略的经典案例是，某美国咖啡品牌因拒绝中国国家公职人员使用自己的桌椅，在社交平台引发中国网民的口诛笔伐和大规模抵制。在漫长的
品牌声誉重建和市场挽回过程中，该品牌创始人亲自来到中国，对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政府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成功以外资企业代表的身份与中国国家某领
导人会面。该会面被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官方媒体以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行程的方式全平台发布。毫无疑问，国家力量战胜
了民间舆论场的“乌合之众”，该企业在中国顺利翻身。

Janice也很幸运，新疆棉事件爆发时，正值北京冬奥会举办前夕，她所供职的运动品牌是多个外国国家体育队以及明星运动员的品牌赞助商。据知情人士透
露，因担心引发国外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所以对于涉及新疆棉事件的体育品牌，相关部门决定网开一面。再一次，国家意志改变了事态的走向。

2022年6月7日，中国北京，男士在办公大楼外抽烟休息。摄：Bloomberg

我们办公室在被逐渐中国化

工作间隙，范晶晶同事们闲聊的话题已不再是项目进展、哪个国家的外国同事不好相处，而是公司的裁员进展、如何与公司谈判以拿到更多赔偿、公司内部
的转岗机会等。

“最近讨论的最多的是，上海办公室一个团队的技术大佬被调到爱立信在加拿大新成立的研发中心，他走时带走了很多他手下的技术人员。这是近期我们办公
室里人人艳羡的一件事”，范晶晶说。

此外，如何发现公司内部机会、并找到相关人脉实现内部调动也成为躲避裁员的一个途径。范晶晶举例称：“有一位在爱立信工作20余年的员工，其所在的
团队被整体裁撤，他提前打听到另一个项目团队缺人，并通过人际关系的运作成功加入那个团队”。

范晶晶所在团队的负责人甚至毫不避讳地告诉他们，公司正在西班牙的办公室组建他们这个团队的backup（候补团队），以防突发事件影响公司的全球项
目进展。领导甚至要求他们将正在做的项目转移一部分工作给西班牙候补团队的同事，并要求他们对候补团队的同事进行业务培训。

范晶晶于是决定利用闲暇时间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其他机会。经此前共同在美国互联网公司共事的前同事内部推荐，她获得某发展势头迅猛的中国互联网大厂
的面试邀约，HR通知她，第一轮面试安排在晚上9点。

获悉这一时间安排后，范晶晶直接拒绝了这次面试邀请。“我不能接受剥夺生活的工作，晚上9点的时间应该属于我自己，而不是公司”，她说。

但她对前同事的选择表示了理解，“很多人有孩子后都要铆足劲买学区房，即使大家都知道北京的房子在降价。”

在观察人士看来，很多人在经济好的时候贸然高估了形势和自己的能力，以致盲目加杠杆。其中，投资、买房以及生孩子都属于加杠杆，而在自身的年龄红
利、社会红利甚至时代红利都结束后，这辈子再难以拥有翻身的机会。

因此，在外企式微、收入下滑的情况下，很多背负财务压力的职场人只好投奔包括互联网、通信技术领域在内的中国企业。

“活得像牲口”——杨明磊如此形容自己在之前的互联网大厂的状态，“生活毫无质量可言，而最可怕的是这种奴性会成为一种行为习惯”，他说。

刚加入现在的美国企业时，到了下午六点——公司规定的下班时间，他根本不敢离开办公室。直至团队领导几次委婉提醒，最后言辞稍显严厉的告诉他，到
点儿后，他就应该下班，而不是继续工作。

但是这种幸福时光正在逐渐消逝。在中国办公室被降级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杨明磊再次感觉到了“卷”。“可怕又熟悉的气氛重新向我袭来，最明显的一个
表征是，到了六点，大家都不下班了，甚至之前要求我准点下班的领导都会主动待到七点再走。”杨明磊说，“我们办公室在被逐渐中国化”。

对于这种职场氛围的转变，大家私下总结原因：没有了外国人的规则压制，每三个中国人就能组建一个小江湖，“卷”也因此成为内部竞争的主要手段。出于
对这种环境的抗拒，脉脉上一项不记名的统计显示，杨明磊所在中国办公室的员工有超过一半的人想跟着美国总部的团队调动到美国。

2023年6月7日，中国北京，两名男子站在地铁站外等候。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如今，这种期待中的调动显然不可能发生。雪上加霜的是，人力资源部门有同事私下对杨明磊透露，在中国办公室降级后，公司准备与包括已经签订了无限
期劳动合同在内的全部中国办公室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这是公司全盘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变动意味着，当裁员再次来临时，公司再也不会像
外企一样“文明”且守法的给足赔偿金，而是会采取各种手段非法解约或逼迫员工离职。

在办公室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中，Joyce Chen在2022年主动离职。离职前，她在一家位于上海的外企办公室已工作21年，做到区域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职位。
对于离职的原因，她给公司的说法是要去欧洲陪女儿读书。但真实原因是，她认为“中国化”后的公司价值观已与她的个人理念渐行渐远，“我不想助纣为
虐”，她说。

“作为行政工作人员，在外企，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更好地为公司员工服务，关注员工的精神心理健康，并会时常开展反性骚扰、反歧视、反贿赂等员工培
训。总而言之就是打造平等、自由、多元的职场氛围，而不是一味想着如何去压制和压榨员工，这突破了我个人的道德底线。”Joyce表示。

对于离职后想要去中国企业的人来说，后者的情况也相当不乐观。

中国企业也在“去全球化”



在跨国企业“去中国化”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被迫“去全球化”。

“爱立信背后好歹还有瑞典政府的支持，还有除中国外的全球市场可以去开拓。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远没有外企的这种幸运，对内，企业永远无法完成对政治
的穿越，对外，则受限于全球市场对中国的天然不信任。尤其是在去风险、脱钩成为国际主流舆论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步履维艰。”中国某互联网大厂的
前高管表示。

程磊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已经工作了十余年，经历了所在业务条线从高歌猛进在全球多个区域设立办公室、到海外客户纷纷弃之如敝履的全
过程。

在前几年行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程磊所在公司的员工只要在公司工作满两年即可申请调动到海外更发达的地区工作，程磊的多个同事借此机会去了英国、法
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家定居。

但中美贸易战以来，海外市场对中国的不信任加剧，海外客户不再购买程磊所供职的大厂的服务。该大厂不得已将目标客户转向了出海的中国公司，但随着
中国公司出海业务的萎缩，程磊所在公司的海外业务量锐减，相对应的，“润”到海外办公室工作也成为了奢谈。

不仅如此，据程磊说，兄弟部门几乎每个季度都有裁员指标，之所以没有同时大规模裁员，是担心引发外界对公司的猜测，以及带来社会风险。

“公司的颓势在员工身上的反应是，我手里公司股票的现在市值与2020年的高点相比，打了三折。”他表示。

在分析了公司财报、业务架构调整以及公司所在城市的官员任免后，程磊得出结论，公司被拖入“囚徒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业务前景几乎被牢牢锁定在国内
市场、业务出海的难度极大。

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20年2月1日，中国北京，一名员工坐在苹果专卖店内。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国内所谓的模式创新其实都是新瓶装旧酒，市场对此已经去魅。现行制度下，包括监管制度、政治资本博弈等，国内没有几家公司真正在做产业创新、在研
究技术迭代、在引领行业的发展。不是不想做，而是被无形的手卡住了脖子，做不了。”程磊说。

他继续指出，出海业务难度加大的原因，除了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国外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天然不信任、以及种种政策障碍外，公司内部的意识形态泛滥也是非
常大的一个原因。“说白了就是，政治风险比较高，公司高管因为种种原因很难再大施拳脚。”

无独有偶，原某互联网大厂旗下的金融公司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近期在大幅裁撤国际业务及相应的员工。

高明即在此次被裁的行列。他今年38岁，不准备再去应聘其他公司和年轻人拼体力、拼熬夜、拼加班了。“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再像之前那样拼了”，他说。
但他自认为很幸运，前几年没有跟风买房，于是在清点积蓄后决定进入半躺平状态。接下来的日子，他准备在小红书做旅行博主，“为自己而活”。

而在遭遇晚上9点的面试“闹剧”后，范晶晶也下定决心绝不加入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她做好了打算，假如爱立信最后真的辞退了她，她也
不会再应聘其他外企了，“因为最后的结局都会是一样的”。她准备失业后在小红书或腾讯视频开设一个科普账号，为大家普及一些科学知识。“学会用科学思
维思考问题后，人会不会就不容易被情绪裹挟了？”她问到。

杨明磊则打算利用新年假期去加拿大考察技术移民的路径，他是一个悲观并且危机感很强的人，很担心行动慢了，对外的窗口会一缩再缩，导致他再次丧失
走出去的机会。“谁知道下一步国家会不会收护照？”他说。

在上一次从互联网大厂离职时，杨明磊在网络社区给公司的同事们留言：“大家，江湖再见了”。“江湖再见”是很多人在换工作时喜欢使用的告别语，因为在
中国顶尖级别的公司不论外企还是民营企业只有那么几家，离开的人兜兜转转后，总能再次遇到。但这次，他和范晶晶以及高明的想法一致：江湖，再也不
见。

应受访者要求，杨明磊、陈栋梁、Kathy Xu、Janice Cheng、范晶晶、程磊、Joyce Chen、高明为化名。

＃裁员＃脱钩＃裁员潮＃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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